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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政治關聯性 

 
多元性之文化及多語政策應受保障。不得強行推行單一通用

語言或歧視他種語言。教育應以多語言政策為原則，並以法

律定之。  (第 22 條) 

國民義務教育，除個人母語外，至少需學習一種其他族群語

言。   (第 102 條)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1994.6.25) 

 

壹、前言 

台灣的族群關係可以由三個層面來看：原住民/漢人，

客家人/鶴佬人，外省人/本省人。我們一般所慣用的四大

族群分法，即原住民、外省人 1、客家人、鶴佬人 2，大致

可以使用語言來作區隔，族群之間的齟齬也往往透過對於

語言使用的不滿來間接表達。 

然而，我們常常聽到人們這樣說：「語言只不過是人與

人間溝通的工具罷了！」言下之意，語言的使用既然是自然

的，也因此就逆來順受，認為沒有必要去加以計較。以科

學的角度來看，上述流行的看法，是不是禁得起實證的挑

戰？ 

這種想當然爾的觀察，並無助我們有效的解釋下列膚

痛身受的語言經驗：為什麼過去本省人在小學講「方言」，

會被視為大逆不道？為什麼客家人聽到鶴佬人稱鶴佬話為

「台語」，就不由自主地萌生反感 3？為什麼會有外省人抱

怨，他們因為不會說「台語」而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4？為什

麼原住民要推動「還我母語」運動？這些抱怨是事實，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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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像出來的迷思呢？它們的背後反映了什麼？ 

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語言真的只是溝通的工具而

已，為什麼長久以來，支配族群的菁英似乎是對於我們社

會存在多語現象感到相當程度的焦燥不安，以為它有礙國

家團結，是社會不穩定的病源，想要透過教育與傳播媒體

來達成語言統一的目標 5？為什麼被支配 6 族群菁英為了母

語的逐漸凋零而憂心忡忡，不只要求母語教育或雙語教

育，甚至於把語言與獨立建國結合(蔡正隆, 1995; 胡民祥, 

1995; Deutsch and Foltz, 1963)？ 

本研究的目的是打算解開下述迷惑(puzzle)：(1)如果

一般人以為語言的使用是天生自然的，為什麼社會上有各

種有關語言使用的牢騷，尤其是被支配的族群？(2)為什麼

支配族群菁英卻擔心社會「自然存在」的多語現象會造成政

治的不安定，急欲以政治力量來塑造單語？ 

就第一個迷惑來看，我們以為「語言的使用是自然的」

這種說法是一種錯誤的認知(misperception)，它除了建立

在出自善意的主觀願望外，還反映出政治支配者長期的有

意引導。我們以為「語言的使用不是自然的」，因為語言的

使用有各種影響，尤其是政治層面的；同時，任何語言政

策都是政治角力的結果。為解開上述迷惑，我們有必要先

說明政治力量為何會介入語言，並釐清語言與政治的可能

關聯性。 

就第二個迷惑來說，語言或許是族群(或民族)構成的

基礎要素之一，但絕對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

因為族群(或民族)意識的形成是序列性(sequential)發展

的結果：一個族群(或民族)的成員或許具有某種共同血緣

或文化特色，而共同的歷史經驗亦可充當共同的基礎；基

於這些共同的客觀特色，這些人必須在主觀上感覺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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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自我認同，這才是關鍵性的要件。此外，族群意識也

並不意味被支配族群有獨立建國的要求，這其中還要有族

群意識的動員與政治化 7。 

更深入來看，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語言多樣化」
8(linguistic diversity)不一定會導致(lead to)政治衝

突；真正促成族群衝突有各種因素，比如政策造成族群在

政治、經濟、或文化資源上的分配不公，引起被支配族群

菁英出面動員，而菁英之間的不妥協心態或撩撥更助長既

有的憤懣。因此，充其量只能說，語言多樣化的國家比較

會助長(conducive to)政治衝突。 

在語言學裡有語言社會學(sociolinguistic)的發

展 ， 而 政 治 學 上 則 尚 未 見 到 諸 如 語 言 政 治 學

(politicolinguistic)出現。不過在政治學裡，語言現象

的討論可以在比較政治學的文獻看到，其中又有兩支值得

探討。首先，語言在研究族群關係或民族主義的文獻可見

(Bentley, 1981)，一向被視為構成族群意識或民族認同的

要素之一。此外，在探討政治發展的文獻裡，不同語言的

多寡會被視為族群多元化的指標之一，進而會被視為政治

不安定甚或暴力性政治行為的原因(Shih, 1991)。語言這

兩種研究恰好可以用來解釋前述的第二個迷惑。 

 

貳、語言與政治的糾葛 

語言之所以會和政治有所交集，主要的因素有二。首

先，在結構上，政治的界線與族群(或民族)的界線很少重

疊，也就是說，由單一民族(族群)所組成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很少。大部分的國家為多族群(或民族)國

家(林修澈, 1994)，而境內各族群有各自的語言 9。即令是

我們視為仿效對象的所謂典型民族國家，比如法國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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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其境內都有少數族群存在，前者有布列塔尼亞人

(Brittanian)與科西嘉人(Corsican)，後者有蘇格蘭人

(Scot)與威爾斯人(Welsh)。 

更重要的是，由於民族自決原則的普及(Jakobson, 

1968; Van der Plank, 1975; Kohn, 1967; Smith, 1979; 

Minogue, 1967)，世人深信每個民族都有其政治表現的權

利，換句話說，也就是人們認為民族的文化自決與其政治

上的自我表現必須相互伴隨，因此挑戰到上述多族群(或多

民族)國家的正當性(Connor, 1994: pp.4-5)。 

所謂語言的政治關聯性(political relevancy of 

language)，簡單地說，也就是語言與政治的關係為何。我

們習慣把語言的使用當作是一種基本人權(right)，然而，

由於語言能力影響到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以及社會地位

的分配，所以從個人的(individual)角度來看，語言也可

以當作是一種能力(capability)、資產(property)或資源

(resource)，而從組合的(corporate)角度來看，語言更是

族群福祉所繫，因此菁英必然會以政治角力來決定語言的

使用，以求維持(或改變)現有的政治結構與權力關係，所

以語言也是政治力(power)的展現，這就是「語言政治」

(politics of language)10。從概念上來看，語言與政治有

三種可能的關係(O‘Barr, 1976: pp.5-10)： 

1.語言影響政治：政府或個人透過語言政策的操弄

(比如雙語政策或單語政策)以便影響政治權力的分配，或

是促成政治目標的達成(比如族群和諧或單一族群的支

配)。此時，語言為獨立變數，政治為應變數。 

2.政治影響語言：政府或民間力量為了政治上的目

的，透過語言政策(或語言計畫)，企圖介入溝通體系或語

言議題。這時，政治為獨立變數，語言為應變數，而所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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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重心是各種政策的選擇。 

3.語言與政治兩者相互影響，也就是呈循環倚伏的

(recursive)關係。如果我們以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來看，

一方面政治力量決定著語言政策的輸出項(output)，同

時，語言政策分配也進一步對政治的運作有影響

(outcome)(圖 1)。這是上述兩種因果關係的結合，也比較

符合現實；不過，為了方便更深入了解其中的機制，我們

在下面的討論是把互為因果的關係分開來討論。 

 

語言             政治

 
 

圖 1：語言與政治的循環倚狀關係 

 

(一)語言影響政治 

由於語言的使用會影響一個人行動、溝通、組織、形

成自我認同、以及培養自我尊重的能力(Fishman, 1972; 

Penalosa, 1981)，因此，不論是對政府、族群還是個人來

說，語言是一種政治資源，只要誰能控制語言的使用，誰

就能宰制通往政治舞台的管道(O‘Barr, 1976: p.3)。我們

可以說語言是政治控制的工具，甚至可以說語言與族群政

治是分不開的(Esman, 1994; Horowitz, 1985; Young, 1976; 

Enloe, 1973)。簡單來說，語言本身是僅次於種族 11的重要

人群特徵，除了可以用來作辨識用的標籤外，還可據之以

賦予某個特定族群特權，或是以之為集體歧視的工具

(Allport, 1985: pp.289-92)。 

從政治參與來看 12，在政策上對於某個語言作包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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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的決定，往往會影響到相關族群在政治權力、經濟

資源、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Weinstein, 1983: chapter 

5)。不管這個決策是對於語言的使用加以限制、壓抑、或

排斥，多少會對於語言使用者造成持久性的損失，也就是

結構性的支配。菁英通常會運用四道語言關卡來達到政治

支配的目的： 

1.禁止使用某語言， 

2.規定以某族群的語言為政府、媒体、法院、以及學

校的用語， 

3.強制以某族群的語言作為就業或取得執照的要求，

而非以能力來考量， 

4.禁止操某語言的族群參與。 

即令表現在名稱上面，掌握政治權力的族群往往認為

自己的母語才夠格稱為「語言」，而被支配族群的母語則只

是「方言」13，只適合在低下階層使用，無法登大雅之堂，

更無法獲得政府的正式承認。 

當一群人的母語被尊稱為「官方語言」或「國語」時，

該語言頓時變為一種資產(Weinstein, 1983: p.81)。這種

資產(或資源)的分配當然是根植於政治結構的配置，是中

央政府的政策結果，絕非天生自然，也因此是不利於弱勢

族群。Deutsch(1975: p.11)甚至說，當某個語言被貶為方

言之際，其實就是在進行一場政治鬥爭。戰後，國民黨政

權對於本土(native)族群的語言加以百般限制，與戰前日

本殖民政府獨尊日語的作法如出一轍(黃宣範, 1995; 陳恆

嘉, 1995)，表現的就是外來征服政權的支配性政策目標。 

為什麼菁英會採取這些語言關卡？Weinstein(pp. 

33-34)的看法是菁英擔心萬一自己的語言被廣泛使用，或

是其他語言也同享官方地位，那麼他們在政治、經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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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的特權會被挑戰。所以，這些障礙是用來保持族群

間的距離，用來捍衛支配族群的文化 14，甚至是用來打擊被

支配族群的自尊心，並進一步消滅其自我認同。 

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使用語言政策以壓制被支配族群的

例子(Weinstein, p. 85)。比如卡斯提爾人所支配的西班牙

中央政府在 1707 年規定卡斯提爾語(Castilian)為唯一的

官方語言，並且禁止卡特蘭語(Catalan)的使用。久而久

之，卡特爾人逐漸相信他們的母語是比較低劣，甚至以為

他們命該如此。台灣人15從開始接受義務教育起，就開始被

教導其母語是粗俗的，是未受教育的人所使用的(林進輝, 

1983)，並以嚴峻的處罰來羞辱「講方言」的學生，使本土

台灣人自小就有強烈的挫折感甚或自卑感，儼然是一個被

戰敗的民族(defeated nation)(Shih, 1987)。 

卡斯提爾人進一步結合政治力與宗教信仰，他們告訴

其他族群：「虔誠的天主教徒應該說卡斯爾語」，要求他們

「用天主講的話」，使用宗教來賦予獨尊卡斯提爾語的正當

性。 

同樣的，在過去的加拿大，法裔住民長久以來飽受英

裔歧視，尤其是政府獨尊英語為官方語言。英裔甚至以種

族主義來合理化其歧視，要求法裔加人要「說白種人的話」

(也就是英語)。 

在這種政策之下，許多亞、非國家發展出「雙語」

(diglossia)現象(Fishman, 1972; Rustow, 1975)，也就是

產生一國兩語，一種是由少數使用於政府機構、科學部

門、或是都會區；另一種是由大部分的人使用於家庭或鄉

下，彷彿是見不得人似的。 

這兩種語言構成某種形式的垂直分工，具有不同的社

會、經濟、及政治地位。但是，當大部分的人覺得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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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們會尋求新的語言政策，或與政黨作結合，以選舉

來取得政權，或者進行社會運動，以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來

逼迫政府讓步。近年來台灣的母語運動(黃宣範, 82 年, 頁

52-70)，反映的就是對這種語言垂直分工的不滿。 

 

(二)政治影響語言 

就現代國家的觀點來說，語言的使用是政策的結果。

Deutsch(1975: pp. 22-23)把可能的語言政策大致歸納為三

類 16： 

1.尋求整合或進行同化：也就是採用單一語言為官方

語言或國語，比如國民黨的「國語政策」，或是美國近年盛

行的「獨尊英語」(English-Only)運動(Baron, 1990; Cazden 

and Snow, 1990; Fishman, 1988)。其結果可能是提高被支

配族群的社會流動，但也有可能造成他們永久的被支配，

或者整個族群的消失。因此，如果大家有共識採取整合的

策略，過程應該自然 17，不應進行強迫同化，以免傷害到個

人或族群。 

2.允許獨立或成立地域性的自治政府：此種作法的出

發點是「分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不過，我們

如果傾向不接受分離主義(即政治上的解體)，則必須防止

造成實質的隔離(segregation)，比如昔日美國南方或南非

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 

3.鼓勵多元主義：也就是多個族群的語言同時共存，

正式享有同等的地位，並給少數族群選擇是否保存自己原

有的語言，歐洲民主國家多採此模式，比如瑞士與比利時

(Dunn, 1972)。不過，Deutsch(1975: p. 23)提醒我們，少

數族群內部對於同化或多元主義可能有雙峰的分佈，也就

是說，有些人會想保有自己的語言或文化，但是也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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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願意被同化，變成與統治族群無所區別。面對此種情

況，決策者有必要去找出其分佈與強度。 

也有少數政權採取不人道的滅種(genocide)或驅逐出

境的作法，前者有希特勒之於猶太人，土耳其人之於亞美

尼亞人；後者有烏干達之於印度人。 

上述政策選擇可依其強度繪如圖 2： 

 

 

 

 

 

 

圖 2：語言政策的光譜 

 

對於被支配的族群，他們會有什麼命運呢？Inglehart

與 Woodward (1967: p.29)認為有三種選擇： 

1.接受同化：對於人數少的族群，如果他們在心理上

也同時被解除武裝，相信如果不學好支配族群的語言，勢

必社會流動會被阻斷，這時，就只有選擇被同化一途。 

對於一般人來說，他們不會了解語言政策是否公平，

只要他們認為社會流動的管道是通暢的，就會努力學習支

配族群的語言。就以前蘇聯來說，學習俄羅斯語無非是為

了求得昇遷。在過去，台灣人必須講北京話，甚至四川

話，才能掩飾其本省人的認同，以取得執政者的信任。 

2.不動員：當被支配族群的人數多，而且人口的居住

集中，中央政府便很難加以集體同化。這時，只有少數受

教育較多的人願意接受同化，而大多數的人則拒絕同化，

同時接受社會流動被阻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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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人採取的就是此種消極的對抗，拒絕參與

國家部門，多轉往工商部門發展，尤其是中小企業，也因

此飽受執政者的冷淡相待。一些台灣人不願接受強迫同

化，同時又不甘接受社會流動受阻的命運，於是選擇自我

流放，也就是留學海外 18。 

3.集體抵抗：當被支配族群的人數多，既不願被同

化，同時又不甘社會流動受阻，這時，菁英覺得民心可

用，便可以進行大規模動員，向中央政府挑戰。在台灣，

黨外運動的母語訴求，反映的就是人口佔多數的台灣人不

甘被壓制所作的委婉抗議(黃冠棟, 1995)。 

面對此種語言的壓力，族群(或民族)主義者(ethnic 

nationalist)希望透過教育用語的使用，來排除(或豎立)

權力、財富、或地位的阻礙。被支配族群有兩種要求，一

種是母語教學，也就是以自己的母語來接受教育，以求公

平 取 得 教 育 的 機 會 。 另 一 個 要 求 是 雙 語 教 育

(bilingualism)19，也就是每個人可以說兩種語言 20(鄭良偉, 

79 年; Lamy, 1979; Fishman, 1983)。 

更進一步，當雄心勃勃的族群菁英意欲打破原來的參

與模式之際，他們會動員群眾支持，以改進其地位，這

時，族群之間的衝突21就可能發生。在斯里蘭卡，信奉佛教

的辛哈利人(Sinhalese)與信奉印度教的塔米爾(Tamil)的

族群流血，主要可以追溯於政府在 1956 年指定辛哈利語為

唯一的官方語言(Kearney, 1985)。我們在下面會針對衝突

的機制再作詳細討論。 

依被支配族群接受同化的強度，繪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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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被支配族群的語言選擇 

 

參、語言與認同 

語 言 是 族 群 認 同 與 民 族 認 同 的 重 要 基 礎 之 一

(Smith,1991; 1986; 1983; Khleif, 1979; Hull, 1993; 史

明, 1992; Shih, 1995a; 1995b)。在台灣的反對運動過程

裡，也傾向以是否會或願意講「台灣話」，作為認同本土的

標準之一，甚至於把它當作是族群或民族的靈魂，也就是

以語言來定義「台灣人」。由於語言是簡便的辨識特徵，族

群(或民族)的成員往往會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象徵其族群的

排他性，並滿足心理上的集体需求(Shih, 1995c: p.17)。

但是，學者對於語言是否為族群性(ethnicity)的本質，是

否為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的成因，並不像一

般人會把語言與認同畫等號。 

在討論族群或民族的文獻裏，一般會把其構成的因素

分為客觀與主觀兩大類。客觀因素又可歸納成(1)觀察得到

的有形特色，比如血緣 22、語言、宗教、或生活習慣；(2)

無形的基礎則為共同的歷史或經驗。在眾多客觀因素中，

又以無形(或想像出來)的共同歷史經驗最為重要，因為它

可以超越不同的有形特色而加以整合。而主觀意識才是決

定族群(或民族)認同的關鍵。我們把這些因素整理成圖 4。 

Conner(1994: p.105)提到一個國家人們往往傾向使用

接
受
同
化 

不
動
員 

集
體
抵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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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標準來辨識族群區別。其實，族群區別的面向可包含

上述各種客觀因素，只不過他們有時因相互契合

(coterminating)而強化，比如斯里蘭卡；有時會因相互切

割(cross-cutting)而削弱，比如美國。 

在台灣，我們習於用語言來區隔四大族群，不過，當

外省人指出他們的母語並非北京話，或者是外省人亦有客

家人(外省客)或閩南人(俗稱福建人)之際，此分法的周延

性就受到挑戰。此時就得加上另一個客觀因素，即以 1949

年作切割的客觀共同歷史經驗。 

主觀因素指的是集體的自我認同，藉著獨特的「我們/

他們」(we - they)自覺，族群(或民族)的成員相信彼此休

戚與共，大家的福祉惟有透過集體的團結才能獲得保障。

當族群進一步要求獨立建國23時，這個群体就提升為民族。 

 

 

 

 

 

 

 

 

 

 

 

 

 

圖 4：族群(民族)形成的要素 

血緣

 

 

 

文化

種族 

 

語言 

宗教 

生活習慣 客觀條件 

無形的基礎 

有形的特色

共同歷史經驗 

主觀條件 集体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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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O’Barr(1976: p. 21)來說，語言不過是反映族群間

的政治折衝過程，只是用來表達政治訴求的工具而已。

Connor(1994: pp. 43-104)也強烈主張，有形的特徵之所以

常常會被用來作為號召族群(或民族)的獨特性，主要是因

為這些特徵比較容易觀察得到，但是，真正決定族群是否

存在的是成員的集體自我認同。 

比如說，一般人會以為烏克蘭人的民族運動是為了要

防止俄羅斯語的侵蝕，因此，烏克蘭民族的存亡就維繫於

他們是否有權使用自己母語。但是，Connor(1994: pp. 

44-45)挑戰道：如果烏克蘭語果真完全被俄羅斯語所取

代，難道烏克蘭民族(或其民族意識)就會因此完全淪喪

嗎？ 

答案是否定的。Connor 舉愛爾蘭人為例子：在十九世

紀與二十世紀初，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口號是「蓋爾語

(Gaelic)與愛爾蘭民族認同不可分為二」，但是在事實上，

愛爾蘭民族並未因為蓋爾語的絕跡而消失(Connor, 1994: 

pp. 44, 105)。相對的，在獨立建國之後，愛爾蘭政府嘗試

恢復蓋爾語，並未獲得人民的熱烈回應 24。英格蘭與威爾斯

民族主義亦然。 

因此，即使一群人喪失其母語與或其他有形的特徵，

他們並不一定會失去族群意識(或民族自覺)。族群(或民族)

的本質不是語言或其他有形的特徵 25，而是心理上獨特的自

我認同感。以都會區的客家人或鶴佬人來說，年輕的一代

多不諳母語，但是他們的族群認同是否因此模糊或喪失？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族群意識的發展繪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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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文化特徵 

或血緣不同  主觀的認同 族群意識 獨立 

 或自覺 的政治化 建國 

共同歷史 

或經驗 

 

圖 5：族群意識的發展序列 

 

此外，即使一個族群的認同並未因國家機器的運作而

有所減損，卻並不見得群眾的族群意識會被成功的政治

化，也不保證會有族群政黨出現，因為這個步驟要決定於

族群菁英是否能有效進行動員(Shih, 1995c)。即使族群意

識被成功的操弄，也不意味族群有獨立建國的訴求。 

在台灣，不只是國民黨政權避談語言問題，連在野黨

也多以其過度敏感而傾向加以淡化，恐怕是擔心政治化的

族群意識會化為獨立建國的訴求，會在走向單一民族國家

的過程中節外生枝，把台灣「巴爾幹化」(Balkanized)，也

就是四分五裂(施正鋒, 1995a; 頁 7-8)。追根究底，其實

是他們對族群認同的序列性發展不瞭解之故，煞費苦心壓

抑族群意識的發展。 

 

肆、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 

如前所述，語言問題常伴隨族群問題出現(Glazer and 

Moynihan, 1975; Geertz, 1963)；一般人會認為，一個國

家內部所使用的語言越多，則越有可能產生政治衝突。因

此，語言多樣化不只會影響一國的政治生活，甚至會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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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治發展的絆腳石；相對的，這種思考也暗示我們，一

個國家若只有一種語言，則比較不會產生語言問題，甚至

對政治衝突具有免疫力 (圖 6) 。這是一種決定論

(deterministic)的看法。 

 

語言多樣化  政治衝突 

 

單一語言  政治安定 

 

圖 6：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的決定論觀 

 

在這種觀察之下，無怪乎中央政府的政治菁英會相信

為了促進國家的發展，就得想辦法消除國內的語言多樣

化：在短期之內，若非採取滅種，就只有驅逐出境一途；

長期的作法，則唯有倚賴單一語言政策，藉著同化來達到

語言均一的目標。因此，語言不只被視為民族的重要象徵

之一，也是國家整合與塑造民族的工具。比如法國在西元

842-1100 之間以法語取代拉丁文，給大多數的法人用來定

義其認同。 

可是，縱使政府成功地完成單語教育，甚或能化解了

幾個語言(或語族)之間的衝突，政治上的歧異並不會自動

消弭，因為族群衝突的本質是政治，而不是語言。也就是

說，語言衝突只不過是反映族群對於政治權力關係或經濟

分配的不滿，而語言只不過是族群表達其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的象徵；更坦白一點說，語言問

題甚至是政治鬥爭與操縱的工具，但絕對不是根由(O‘Barr, 
1976: p.19)。 

誠然，單一語言或可降低族群間溝通的障礙，有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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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互動的進行。然而，語言也不是族群間唯有的不和因

素，族群問題也不是只有語言問題，只不過當權力競爭者

越眾，問題越複雜的情況下，語言是最方便的衝突象徵

(Inglehart and Woodward, 1967: pp.36-37)。 

在實証上，學者以超越國界(cross-national)的方式

來驗証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的線性關係，証據上並未支

持一般人所以為，語言多樣會造成政治衝突(Shih, 1991; 

Fishman and Solano, 1990; Fishman and Solano, 1989)26。 

Inglehart與Woodward(1976: pp.28-29)也認為語言的

多樣化並不必然會導致政治衝突或分離主義的要求。在他

們的論証裡，族群衝突或離心的(centrifugal)力量，主要

來自於是否某個族群的向上流動性被堵塞，尤其是在現代

化的過程裏。當具有支配性族群優先起用自己族人出任公

職，佔有高層位子，被支配的族群菁英便會鼓動族人自覺

到獨特的認同感，並且誓言要為族群的命運作奉獻(圖 7)。 

 

 社會流動受阻 

 

語言多樣化 政治衝突 

 

圖 7：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的社會流動受阻觀 

 

我們根據 Shih(1995c)對於西歐族群運動的考察作修

正，了解到族群多樣化不一定會導致族群意識的覺醒，如

果族群意識要進一步的政治化，兩者之間還要有其他中介

變數來催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所導致的政治權

力、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或是文化上的挫折感，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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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菁英基於利他或利己的考慮而推波助瀾(圖 8)。也就是

說，一般人或許會關心族群的認同，但是他們並不一定會

支持族群(或民族)運動。然而，族群菁英的政治化也不一

定會導致政治衝突，還端賴政府是否願意採取包容的政策

以對(Shih, 1995c: pp.14-16)。 

 

政府的政策 

 

政治、經濟、文化 

  的分配不公 

 

 

語言多樣化 政治衝突 

 

菁英的操弄 

 

圖 8：修正的語言多樣化與政治衝突模型 

 

由此來看，語言(抑或是種族或宗教)充其量是社會分

歧(cleavage)的基礎(basis)，而非真正的成因(cause)。

語言只不過是把族群衝突作了簡單化的象徵。單一語言只

不過是團結的觸媒，並不能保證族群之間會真心剖腹相

見。族群間的和衷共濟端賴於它們是否對國家有效忠，對

於政府是否有信賴；換句話說，真正的阻礙往往不是語言

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在台灣，國民黨排拒雙語教育(或多元主義)，除了是

用單語教育來支配本土族群外，也可能是囿於中國「定於

一」或「大一統」的傳統，不過，又如何解釋在野人士 27對



18《族群關係、民族認同與政治》 

 

於雙語教育的冷漠？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大家都誤以為語

言多樣化一定會導致政治衝突，甚或「黎巴嫩化」28。 

 

伍、結論 

語言不只是人與人間溝通的工具，它還有相當的政治

關聯性，也就是說，不單是語言的使用決定了政治權力的

分配，同時，語言政策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 

在過去，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政權採取單語政策來

同化土著(native)，卻不能完全消滅其認同。後者以母語

的維持來作抗議的象徵，比如林獻堂終生不學日語；戰

後，具有叛逆性的學生則故意以不捲舌的(corrupt)方式講

所謂的「國語」。如果說母語是維繫台灣認同的要素，亦不

為過。所以，「語言的使用是自然的」這種說法，只不過反

映了統治者的政治支配罷了。 

然而，儘管語言可以構成族群(或民族)認同的基礎，

但是族群意識不一定會因此產生，也不能保證族群菁英能

作成功的動員，此外，並不是所有的族群都會追求獨立建

國。在台灣，不少菁英避談語言議題，恐怕是擔心各族群

會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而要求分離。 

同樣的，菁英也惟恐國內的語言多樣化會導致政治衝

突，因而思量如何以語言政策來達成語言單一化的目標。

我們指出，真正製造衝突的是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經濟、

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公，再加上心存不服的被支配族群菁英

的操弄。 

語言既然反應的是政治現象，則語言問題必須使用政

治方式來解決，避談語言問題，只能延續現有的政治不平

等。台灣的族群問題往往投射在語言問題上面，因此要化

解族群間的齟齬，起碼要解決語言政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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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少數外省菁英傾向於使用「新住民」，而尚未普遍化，所以在本

文裏，「本省人」或「外省人」的使用只是根據約定成俗，並無

排他性的意圖，亦無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之涵意。 

2. 在 1994 年舉行的「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裏，與會的鶴佬人

代表對於自己的族群名字並無共識。他們對於所謂的河洛人、福

佬人、或是閩南人都不滿意，因為它們或多或少都帶有中國的意

涵(許極燉, 1988: 頁 22-25)，最後投票同意暫時採用 Holo(施正

鋒, 1995a: 頁 210)。我們在此暫用洪惟仁(1992: 頁 148-51)所

建議的鶴佬人，採其音而已。 

3.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名譽理事長鍾肇政在台北市客家節

(1995.8.4)所作的專題演講表達強烈的抗議。請參考施正鋒

(1995b; 1992)與各期《客家雜誌》。 

4. 外省人的怨言較少公開表達。「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所修

正通過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接受族群與原住民組的建議，

仿美國在就業上對於弱勢族群的「正面行動」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族群章(102 條)規定「少數族群之工作權應予保障」

(施正鋒, 1995a; 頁 210)。 

5. 在李煥擔任行政院長時(1985)，教育部曾提出「語文法」草案，

打算禁止在公開場合使用「方言」，因社會強烈反彈而於兩個月

後撤回提案。 

6. 我們用「被支配」(subordinate)族群，而不用「少數」(minority)

族群來與「支配」(或「優勢」) (dominant)族群相對應，主要是

在漢字裏，少數指的是人數多寡，無法表達人數較多的本省族群

(85％)相對於外省族群(15％)的情況。 

7. 如果族群真的要求獨立建國，則菁英面對的將是規範上的問題：



20《族群關係、民族認同與政治》 

 

民族自決是否為至高無上的目標？政治或經濟上的整合又如何來

看待？這些已超越本文研究的範圍。 

8. 在英文文獻裏，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用字來代表這個概念，比如

多元化(pluralism)，或是異質化(heterogeneity)。由於前者的

漢文有規範上正面的含意，後者則有負面的意義，所以我們採用

中性的「多樣化」。 

9. 參見 Shih (1991: chapter 5)與附錄一。 

10.「語言政治」不同於「政治語言」(language of politics)，後

者指的是政治人物如何運用語言的操弄(雄辯、口才、煽動)或是

美麗口號或巧妙比喻(「三黨不過半，國泰又民安」，「迎接大和

解時代，走向大聯合政府」)來說服選民，以達到影響決策的目

的。 

11.種族(race)在學理上指的主要是膚色的不同(pigment)，尤其黑

人與白人之間的不同。 

12.根據 Weinstein(1983)的觀察與歸納，語言在五種政治層面有影

響：參與、教育、衝突、建國、以及國際政治。 

13.為防止任何歧視的暗示，印度禁用「方言」(vernacular)一詞，

鼓勵用「普通話」(popular language, 或譯「常民語言」)來取

代(Deutsch, 1975: p.11)。請參考 Jespersen(1946)有關「方言」

的討論。 

14.這時，菁英與群眾之間就有雙語掮客存在的必要。 

15.在此，「台灣人」指的就是一般所謂的本省人(含所有原先本土

之三個族群)，而不是指狹義的鶴佬人，也不是廣義「凡是認同

台灣，願意為台灣打拼的人」。 

16.有關共產國家的語言政策，請參考 Connor(1984)。 

17.不過，根據筆者與原住民、客族意見領袖的交談，發現被支配

族群對於什麼是「自然」，自有其不同於支配族群或多數族群的



<語言的政治關聯性>21 
 

 

看法。 

18.其中有一部分發起獨立建國運動，並於 1990 年代初期陸續回

國。 

19.雙語指的是每個人可以說兩種語言，而 duality of language 指

的是兩種語言並存，概念不同。 

20.在北歐與東歐，由於族群小而且所居住地方犬牙交錯，每個人至

少會說二種語言。 

21.Weinstein(1983: pp. 120-21)列舉了七種可能衝突的來源：(1)

新近被動員的群眾之參與受阻，(2)支配族群緊緊抱著特權不

放，(3)硬加參與的阻礙，(4)菁英的操弄，(5)語言侮辱，(6)強

迫歸順，(7)邊界更異。 

22.血緣一詞可涵蓋外觀或肢體上的特色以及種族的不同。 

23.當我們使用族群一詞時，並未特別注意到其成員是否有獨立的訴

求，但是相對的，民族一詞則隱含(connote)這些人有獨立建國

的意圖(或已建國)，因此是一個政治名詞。有些族群堅持自己是

(或夠格當)民族，間接表示不滿現有的國界，甚而有分離的意

識，而中央政府多不願稱內部所屬族群為民族。 

24.西班牙巴斯克人雖然有強烈的獨立建國欲望，但是，他們在日常

生活中，並不太熱衷使用母語，也不太跟小孩用母語交談

(Connor, 1994: p. 177)。 

25.一般人以是否為猶太教徒來定義猶太人，但是已經不信奉猶太教

者仍然自認為是猶太人。 

26.有關國際政治上的實証，請參考 Shih(1994)。 

27.民進黨主政的縣市雖有推行「母語教育」，但是並未積極推行「雙

語教育」。近年台北市所謂的「雙語教育」，指的是北京話與外

語教育。 

28.這是宋楚瑜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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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世界各國語言多樣化程度 

 國別 語言多樣

化指數* 

國別 國別 語言多樣

化指數

國別 國別 語言多樣

化指數

阿富汗 AFGN 0.658 蓋亞納 GYNA 0.584 荷蘭 NTHL 0.102 

阿爾巴尼

亞 

ALBN 0.093 海地 HATI 0.014 紐西蘭 NZLD 0.373 

阿爾及利

亞 

ALGR 0.435 宏都拉斯 HNDS 0.162 秘魯 PERU 0.590 

安哥拉 ANGL 0.783 匈牙利 HNGR 0.098 菲律賓 PHLP 0.745 

阿根廷 ARGN 0.307 冰島 ICLD 0.054 巴基斯坦 PKST 0.645 

澳洲 AUSL 0.316 印度 INDA 0.886 波蘭 PLND 0.028 

奧地利 AUST 0.126 印尼 INDS 0.764 巴拿馬 PNMA 0.285 

比利時 BLGM 0.551 伊朗 IRAN 0.756 巴布新幾

內亞 

PPNG 0.421 

保加利亞 BLGR 0.220 伊拉克 IRAQ 0.362 巴拉圭 PRGY 0.145 

比寧 BNIN 0.618 愛爾蘭 IRLD 0.045 葡萄牙 PRTG 0.006 

玻利維亞 BOLV 0.678 以色列 ISRL 0.199 羅馬尼亞 RMNA 0.252 

百慕達 BRBD 0.218 意大利 ITLY 0.038 盧安達 RWND 0.137 

緬甸 BRMA 0.475 象牙海岸 IVCT 0.859 南非 SAFR 0.877 

蒲隆地 BRND 0.036 牙買加 JMCA 0.046 蘇丹 SDAN 0.735 

巴西 BRZL 0.071 日本 JPAN 0.015 沙烏地阿

拉伯 

SDAR 0.059 

波扎那 BTSN 0.506 約旦 JRDN 0.047 索馬利亞 SMLA 0.077 

中非 CAFR 0.686 高棉 KMPC 0.297 塞內加爾 SNGL 0.723 

查德 CHAD 0.826 肯亞 KNYA 0.833 新加坡 SNGP 0.419 

智利 CHLE 0.140 北韓 KORN 0.000 西班牙 SPAN 0.436 

中國 CHNA 0.118 南韓 KORS 0.000 獅子山 SRLE 0.769 

哥倫比亞 CLMB 0.060 科威特 KWAT 0.185 斯里蘭卡 SRLK 0.467 

喀麥隆 CMRN 0.892 寮國 LAOS 0.600 瑞典 SWDN 0.083 

加拿大 CNDA 0.755 黎巴嫩 LBNN 0.135 瑞士 SWTZ 0.504 

剛果 CNGO 0.657 賴比瑞亞 LBRA 0.830 敘利亞 SYRA 0.223 

哥斯大黎

加 

CRCA 0.072 利比亞 LBYA 0.228 泰國 TLND 0.664 

古巴 CUBA 0.038 賴索托 LSTO 0.222 突尼西亞 TNSA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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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續 

賽普路斯 CYPR 0.349 盧森堡 LXBG 0.155 坦桑尼亞 TNZN 0.926 

捷克 CZCH 0.490 馬利 MALI 0.778 多哥 TOGO 0.711 

多明尼加

共合國 

DMNR 0.037 馬達加斯

加 

MDGS 0.062 土耳其 TRKY 0.255 

丹麥 DNMK 0.049 馬爾地夫 MLDV 0.180 千里達 TRNT 0.558 

厄瓜多爾 ECDR 0.534 馬爾他 MLTA 0.083 台灣 TWAN 0.350 

埃及 EGPT 0.044 馬拉威 MLWI 0.620 烏干達 UGND 0.899 

薩爾瓦多 ELSL 0.166 馬來西亞 MLYS 0.716 英國 UK 0.325 

衣索匹亞 ETHP 0.694 蒙古 MNGL 0.383 上伏塔 UPVL 0.678 

芬蘭 FNLD 0.159 摩洛哥 MRCO 0.534 烏拉圭 URGY 0.198 

西德 FRG 0.026 茅利塔尼

亞 

MRTN 0.335 美國 USA 0.505 

法國 FRNC 0.261 模里西斯 MRTS 0.580 蘇聯 USSR 0.666 

加彭 GBON 0.688 墨西哥 MXCO 0.305 委內瑞拉 VNZL 0.107 

東德 GDR 0.017 莫三比克 MZBQ 0.655 南斯拉夫 YGSL 0.754 

迦納 GHNA 0.706 尼加拉瓜 NCRG 0.180 南葉門 YMNA 0.015 

甘比亞 GMBA 0.728 尼日 NGER 0.733 北葉門 YMNS 0.037 

幾內亞 GNEA 0.750 奈及利亞 NGRA 0.869 薩伊 ZAIR 0.901 

希臘 GRCE 0.099 尼泊爾 NPAL 0.699 津巴布威 ZIMB 0.544 

瓜地馬拉 GTML 0.644 挪威 NRWY 0.039 桑比亞 ZMBA 0.818 

資料來源：Shih, 1991, pp.198, 202-4. 

*語言多樣化指數介於 0 與 1 之間，0 表語言多樣化程度最低，1 表語言

多樣化程度最高。Taylor 與 Hudsun(1972: p. 216)稱之為「細分指

數」(index of fractionalization)。其公式為F n
N

n
N

i

i

n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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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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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講第 i 種語言的人口數 

N = 該國總人口數。 

 


